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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的研究设计、测量、类别及未来研究方向 

邵  华 
(黑龙江大学教育学院, 哈尔滨 150080)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长春 130012) 

摘  要  应激和应对是现代心理学研究中最广泛的一个主题, 但是目前此领域的研究存在着停滞不前的情

况。应对的研究设计、测量和类别三方面是应对现有研究中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研究设计方面提倡纵向的动

态设计, 注重情境因素的作用; 测量方面提倡加大对应对的生态瞬时评估、叙事方法的研究, 且要注意根据研

究内容的需要选择合适的方法; 应对类别方面注重对意义应对的研究。应对领域未来研究方向主要包括面向

未来的主动应对、二元模式的应对、应对与积极情绪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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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应对领域的先驱 Lazarus, Folkman 和 Moos

等人在 20 世纪 60 年代相继发表了到现在依然经
典的著作, 这之后关于应激及应对的研究一直呈
上升趋势。Hobfoll 等人指出, 应激和应对是现代
心理学中研究最广泛的一个主题。应对研究范围

既包含小样本的定性研究, 也包含以大规模的人
口为基础的定量研究, 内容既包括对抽象理论的
探究, 也包括一系列的临床应用研究。研究者们
期望应对这个概念有助于解释压力状态下为何有

些人会比别人做得更好。许多其他的概念, 如文
化、发展历史、人格等都可以帮助解释这些个体

差异, 但应对不同于以上概念, 因为它本身包含
了认知—行为干预因素。因此, 它的魅力, 不仅是
能够对变异进行解释, 而且还能作为一个切入点
进行实际的干预活动。梁宝勇(2002)对国内应对的
相关研究也做过详细的总结和评论, 指出从 20世
纪 80年代开始, 应激和应对问题在我国开始引起
重视, 从介绍国外同行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成果到
出现较多的实证性研究报告, 且有逐年增多的趋
势。并通过文献检索方式对相关研究进行了分类, 
得出应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应对方式评定量表的

编制类; 不同群体的应对方式的差别的研究类;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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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应对方式的评价研究类; 应对方式的相关影响因
素的研究类(人格因素探讨的比较多)。 

然而, 早在 1999 年 Lazarus 就曾指出, 对于
应激与应对的研究方面, 其研究数量与其研究质
量并不相称。事实上, 在国外上世纪 90年代末就
有很多学者指出, 对于人类适应过程的研究正处
于瓶颈阶段：不管在临床还是理论方面, 20 年来
辛苦研究所取得的有效成果相对来说都很少。20
世纪 80 年代对于应对研究的无限热情早已消失
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普遍的不满、强烈的审视态
度和要求有所改变的呼声(Coyne, 1997; Lazarus, 
1998)。可以说, 以上批判观点正可以形容目前国
内关于应对研究的现状, 因此, 如何突破、如何创
新、如何提高研究的生态效度, 能够真正帮助人
们更好的应对各种压力, 是亟需研究者们认真思
考的问题。 

应对的研究设计、测量和类别三个方面是应

对现有研究中具有一定挑战性的问题, 这些问题
的探索能使应对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而关注应对
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 能使应对的研究向横向发
展, 拓展研究边界。要想使应对的研究始终保持
蓬勃的生机, 两方面的研究都必不可少。 

2  应对现有研究中的挑战性问题 

2.1  应对的研究设计—— 关注纵向设计 
在对应对研究的批判中, 一个最主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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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应激应对的过程理论与应对研究方法论之间

的差距问题。也就是说, 应激与应对的过程理论
需要一个纵向的、过程导向的研究设计 , 这与
Lazarus等人的设想是一致的。Lazarus和 Folkman 
(1984)的模型既考虑到个人因素、情境因素以及它
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应对的影响, 又注重认知评
价的作用, 且考虑到应对所导致的短期和长期结
果反过来会影响到个体的认知评价。这都是相互

作用的一个体现。因此, 应对的纵向研究中最重
要的一个变量就是情境因素, 个体所处的情境是
动态变化的, 动态情境中个体的应对有何特点？
是否存在某种变化？Moos和 Holahan (2003)也非
常关注应对过程中的环境和背景因素 , 他指出 , 
应该把应对和环境放入一个综合的理论框架内进

行研究, 并进一步提出个人、环境和适应之间的
关系模型。个体因素、情境因素、应对之间存在

着动态交互作用, 而纵向设计能够实现这种动态
交互作用的考察。Lazarus 后来愈加强调“关系”, 
他说“我的方法的核心是关系 , 个体从人与环境
的关系进行构建, 这个关系是社会和自然环境与
个体目标、信念以及资源的整合评估的结果”。应
对效果的考察也要结合背景的特点, 一种应对方
式在这种情境中有效并不代表在另外一种情境中

依然有效。 
因此, 要实现上述关于应对与背景的动态研

究, 必须要采取纵向的设计思路。然而, 目前国内
大多数应对的研究是被试间的横向的设计, 个体
变量被广泛关注, 但这种设计不能解释应对的动
态本质。Luszczynska, Benight和 Cieslak (2009)亦
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论角度值得特别关注：

当一个研究设计是基于一个与情境相关的理论模

型, 情境就是关键变量, 所以包括应激本身和与
之相关的评价、应对和情感过程, 就需要从情境
上进行评估 , 即把这些因素放在情境中加以考
察。因此, 必须要对情境进行评估和测量, 以最大
限度地证明假设和验证理论的有效性。很多学者

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 如 Benyamini (2009)通过
实证研究提出警示：在研究中不能仅仅关注性别

因素, 性别对评估和应对的影响也会受到情境特
征的制约。陆洋和桑标(2011)介绍了 Skinner提出
的应对的多水平适应系统模型(该模型将应对看
作是三种水平上以不同时间轴划分的多水平的适

应系统), 并指出这一模型是在整合的视角下看应

对, 这对开展应对的实证研究以及构建应对发展
的图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2  基于纵向设计的应对测量 

目前国内应对的测量主要以问卷为主, 向晓
蜜、张进辅和韩菁菁(2007)基于不同的研究取向专
门对应对问卷进行了总结和述评。针对应对测量

问题梁宝勇(2002)曾指出：“研究者过于依赖自我
报告法, 忽略行为观察法; 而在依赖自我报告的
评定中 , 又过分依赖和不适当地采用别人编制
的量表, 忽略采取开放式的、非结构式的评定方
法。” 因此, 测量方面需要创新, 而上述这种纵
向动态的研究设计 , 更加需要有新的测量方法
来实现。 
2.2.1  生态瞬时评估技术 

生态瞬时评估技术 (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EMA)强调生态学效度, 强调对现实
生活中的行为进行研究、评估、和观察。EMA能
减少回忆偏见 , 阐明时间关系 , 记录变化 , 并具
有捕捉“过程变量”的能力, EMA 研究设计的一个
最强大的应用性在于, 能够获取一段时间内和一
定背景下个体行为动力学方面的特征(邵华, 吕晓
峰, 2011)。EMA不是一个单一的研究方法, 而是
一种研究模式, 包括一系列具体方法和基本的方
法论。例如, 一个典型的研究中, 给被试提供自动
提示功能手表, 每天上午 7：30和下午 10:30之间
提示 10次, 被试经提示后完成一个相关的自我报
告, 连续 5天(Wichers et al., 2007)。大多数利用
EMA设计的研究都采用了这个或类似的技术。 

Stone 等人(1998)做了关于应对的 EMA 和问
卷法的测量比较, 结果表明, 二者之间的评估有
相对较差的对应, 某些瞬时的应对报告没有出现
在回顾性报告中, 或者回顾性报告中的应对方式
是没有发生的。Tennen, Affleck, Armeli和 Carney 
(2000)采用此方法探讨疼痛综合征的妇女的应对
和抑郁之间的关系, 进行为期 30天的纸笔形式的
调查, 被试每晚填写小册子, 测量变量包括当天
的疾病症状的评级, 应对策略以及在减轻疼痛和
增强情绪方面的效果评价。文章的最后还探讨了

一些日常干预方面的研究。他们的研究被评论为

是具有临床实际意义的。Lazarus (2000)也认为这
是值得借鉴的一种研究模式, 指出他们的研究的
一个非常可取之处是把重点放在了日常变化上 , 
也就是说, 随着时间和外界条件的改变, 他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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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了个体内部和个体之间的变异。 
2.2.2  叙事方法 

叙事方法 (Narrative approaches)提供了一种
替代问卷的方法。可向当事人询问他所经受的压

力性事件 , 包括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的情感变化 , 
他们当时的思想和行为。这里的压力事件不是由

研究者确定的, 因此更具真实性。叙事方法能够
揭示许多不同来源的压力 , 对于了解一个人某
种情境下或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及应对特点特别

有帮助。 
叙事方法也有助于发现不包括在详细清单内

的应对方式。Moskowitz 和 Wrubel (2000)在两年
中对 20个 HIV+的个体进行了多达 13次采访, 分
析了 246 个压力事件的叙述。他们对应对的想法
和行为进行编码并试图与 Folkman 和 Lazarus 提
出的 8 种应对类别相匹配, 结果表明叙事方式和
定量方法有一定程度的重叠但并不对等。他们还

发现了一些不包括在应对目录内的应对过程。 
2.3  应对方式的类别—— 关注意义应对 

Folkman和 Lazarus较早区分了问题指向的应
对和情绪指向的应对, 这种区分是一个很好的起
点 , 为应对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方式 , 
但许多研究者认为意义为重点的情况应作为应对

的另一种类型加以单独研究。所谓意义应对

(meaning-focused coping)是指个体倾注信念和目
标, 使用一定的认知策略, 对压力事件进行积极
的解释 , 如做出因果归因和逆境中寻找意义
(Folkman & Moskowitz, 2004)。Tennen和 Affleck 
(2002)研究了一个叫做好处(利益)提醒的应对策
略, 个体提醒自己认知到压力性经历中可能产生
的好处。对患有慢性疼痛疾病妇女进行调查, 他
们发现好处提醒与愉快心情的增长有很大关系 , 
而对减少消极情绪却没有什么作用。 

在意义应对的测量方面, 一些专门的清单已
经被开发出来, 例如那些与压力有关的成长和利
益寻找(Tedeschi & Calhoun, 2004)。意义指向的应
对很早就体现在一些量表的维度和题目上。例如

在 Folkman 和 Lazarus 的分类体系下所编制的量
表中, 问题指向维度中就包含这种类别的应对方
式, 如“重新看待所面临的问题或情境”、“从积极
的角度看待所面临的烦心事”, 一些问卷中也包
含了“认知重构”、“积极定义”等维度。只是之前
关于意义应对的研究不够系统和全面, 也没有充

分认识到它的适应性意义, 它对于在慢性压力下
或不能马上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保持身心健康是非

常重要的, 而且与应对过程中的积极情绪和个体
成长密切相关。有学者指出可以基于不同类型的

评估来确定具体的意义指向的应对方式(Folkman 
& Moskowitz, 2004)。 

清单方法和定性方法都存在各自的缺点, 如
何开发新的方法很重要。掌握了足够的方法后就

可以去探索意义为重点的应对方式的功能等有趣

的问题, 其中包括如何增强动机以及帮助人们更
加清晰的知道需要做什么。 

3  应对未来研究的新方向 

3.1  面向未来的主动应对 
大多数应对的研究都以人们如何适应过去发

生的或正在发生的事情为中心。而 Aspinwall 和
Taylor (1997)已将应对的概念扩展到主动应对
(Proactive Coping)。他们把“主动应对”定义为人们
预期或发现潜在的压力和预先采取行动阻止它的

发生或抑制它的影响的过程。主动应对过程的五

个步骤如下：(1)建立一个可以用来阻止或补偿将
来遭受损失的资源储备(包括临时性、金融性和社
会性等资源), (2)对潜在压力源的识别, (3)对潜在
压力源的最初评估, (4)初步尝试去适应, (5)参考
使用那些通过努力并取得成功的案例以及反馈。

Schwarzer 和 Knoll (2003)对这类应对进行了分
类：预见性应对(anticipatory coping), 指的是付出
努力去处理一个将来必然发生或相对来说必然发

生的事件(例如准备考试); 预防性应对(preventive 
coping), 它预示一个在遥远的未来可能会发生的
不确定性威胁(例如坚持一个练习项目来预防年
龄增长造成的健康状况下降 ); 主动性应对
(proactive coping), 个体对即将出现的挑战不作
负面和威胁性的评价, 认为这些挑战具有自我促
进的潜在功能, 应对成为目标管理而不是风险管
理。我国学者将未来取向的应对分为预防应对和

预先应对两个维度, 并指出, 目前对于面向未来
的应对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术语(甘怡群, 2011)。 

Greenglass 和 Fiksenbaum (2009)在研究中证
实了主动应对在社会支持和幸福中的调节作用 , 
社会支持对积极结果的产生既有直接又有间接作

用(通过主动应对)。他们还指出积极主动的应对是
带有个性特征的应对方式。主动个体能够积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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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采取措施防止资源消耗, 当需要时能够调动
资源。积极主动的个体具有一定的控制感且有一

种负责的态度。个体在一定的时间和情境内能否

主动应对是个体特征的一种体现。 
从理论上讲, 主动应对有利于将来避免压力

或者最小化压力 , 而复原力 (resilience)则与长期
最小化压力后果的能力相关。Leipold 和 Greve 
(2009)探讨了这一问题 , 提出了一个比较复杂的
分层模型。该模型中最低水平是应对, 最高水平
是发展, 即成功地克服了生活中各种难题, 是动
态的调控和应对过程的结果。复原力是中间水平, 
它是一种个体在重大压力情境下的稳定性和快速

恢复(甚至成长)的能力, 是应对与发展的纽带。根
据作者的观点, 应对与发展、成长, 可以从时间角
度进行区分。个体的短期变化被称为“应对”, 个体
在面对各种挑战的过程中认知、情感、行为的长

期变化被称为“发展”。 
3.2  二元交互模式的应对 

到现在为止, 大多数应激与应对研究仅关注
单个个体。但现在已有许多研究者开始从人际关

系方面进行探索, 这主要见于两方面的文献, 即
社会支持方面的研究和迅速发展的二元交互模式

应对 (Coping at the Dyadic Level)的研究 (Iida, 
Seidman, Shrout, Fujita, & Bolger, 2008; Berg & 
Upchurch, 2007)。二元交互模式的应对, 强调关系
密切的两个人(多指夫妻)在应对的过程中认知、行
为、情绪等方面的动态交互性, 探讨这种动态交
互和相互影响对个体的应对有何种影响, 如何使
个体更好地应对压力。 

Knoll, Schwarzer, Pfüller和Kienle (2009)对接
受人工受精的夫妇进行研究, 证明了关于双向压
力的三个假设：抑郁情绪的双向传递, 压力评价
的双向传递, 以及抑郁情绪的间接性传递(个体的
评价受到对方影响而产生抑郁症状)。研究还发现
女性压力传递情况比男性更彻底。在这个情境中, 
双方都有一个共同目标, 且这个过程的特点是高
要求、低控制性和较大的失败风险, 因此很适合
研究这个复杂的循环过程。O’Brien, DeLongis, 
Pomaki, Puterman和 Zwicker (2009)的研究则注重
关系的处理, 他们选择再婚家庭为研究对象, 探
讨了一种特定形式的应对——共情反应(empathic 
responding), 即通过向对方提供一些关心的姿态
和手势来化解人际压力以维持正常的人际关系。

O’Brien 等人的研究发现共情反应与能够成功处
理压力的家庭尤其相关, 家庭环境对个人有重大
意义。这项研究还揭示了良好的婚姻关系益处良

多。当出现压力事件时, 夫妻关系好的更能成功
处理和解决问题。共情反应可以帮助夫妻们更有

效的处理冲突和矛盾, 从而使他们的婚姻关系更
牢固。这项研究也表明了注重人际关系的压力处

理模式的益处。 
3.3  应对与积极情绪 

应激应对这个领域一个令人振奋的新发展与

压力过程中的积极情绪有关, 研究者在应对过程
中观察到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共存的现象。 

应对进程和积极情绪联系在一起, 这最初是
基于评估的探讨。例如前面提到的关于利益的寻

找和好处 (利益 )提醒的应对方式 (Tennen & 
Affleck, 2002), 这说明在应对与积极情绪的研究
中意义指向的应对方式不可忽略。其次是与压力

有关的成长的问题, 如面对压力事件时赞同性的
应对反应(“我习惯于它的发生, ”“我接受现实”), 
积极的重新解释(“我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中寻找好
的方面”)。最后是目标的自我调控方面(Wrosch, 
Scheier, Miller, Schulz, & Carve, 2003), 与积极情
绪有关的应对过程通常与个人的价值观、信念、

目标和个体的意义感相联系 , 依据个人的价值
观、信念、目标等重新积极评估和解释相关事件, 
因此产生了积极情绪。 

大量研究证明了积极情绪可以相当频繁的产

生, 即使在最可怕的压力情境下或沮丧和悲伤显
著增加的时期。如在对相互照顾的艾滋病患者的

研究中发现, 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同样表现出同
时产生的特点。同胞去世三年后, 虽然这些逝去
同胞的病人的平均沮丧水平仍显著高于普通人群, 
但过去一周内积极情绪发生频率却显著高于消极

情绪 (Moskowitz, Folkman, & Acree, 2003)。在
Folkman, Moskowitz, Ozer和 Park(1997)的一个关
于艾滋病看护者的研究中, 在实验结束时要求被
试描述一个曾做过的或发生在身边的且令自己感

到舒适的积极有意义的事件。99.5%的人能够反映
出积极有意义的事件。对此深入分析, 发现事件
总是与其他人而并非病人有关(如同事、家庭成
员)。另外, 他们通常关心发生在表面的相对次要
的事件(如美丽的日落, 朋友和蔼的语言, 优秀的
考试成绩等)。这些发现表明在持久压力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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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会有意识的找出积极有意义的事件, 或是灌
输一些有积极意义的平凡事件来增加他们的积极

情绪, 这会缓解压力、补充应对资源从而有助于
维持长久的适应性。 

4  评论与展望 

4.1  关于应对的研究设计、测量和分类。 
应对研究要加大被试内的纵向设计, 因此环

境背景因素不能被忽视。在一项研究中确定哪个

情境因素最重要, 这其实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
如何选择最重要的情境因素、如何将情境因素量

化都需要进一步思考。在具体研究时, 研究者可
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确定相关因素, 例如在报告
应对方式的同时, 同时报告当时的情绪, 所处的
环境, 活动(活动类型, 在场的其他人, 所在位置), 
感觉到的社会支持等等, 这样即可以分析应对是
否随时间变化而波动, 还可以分析应对同这些因
素的关系, 是否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EMA数
据可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 不仅可以分析动态
数据, 还可以分析人格特征、性别等固定因素对
应对的影响。 

应对方式的测量上并没有什么黄金标准。问

卷的产生和使用极大的促进了应对的相关研究 , 
但信度、效度、被试的诚实度、回忆的准确性等

等都是被质疑的因素, 且不能反映一个人应对方
式的变化。叙事方法对于一个小样本的可定义的

某一人群的压力和应对研究可能会非常有用, 这
种方法也可以帮助从不同角度揭示那些没有体现

在瞬时应对清单和回顾性量表上的应对方式, 但
是只适合小样本的研究, 且定性数据的整理和分
析比较繁复。生态瞬时评估法具有很高的生态学

效度和真实性, 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复
杂问题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但是被试的负担较大, 
时间较长, 数据的整理和分析方面也有一定难度
(邵华, 吕晓峰, 2011)。因此, 应对方式的测量更
像是一种艺术, 像它的科学性一样艺术性来源于
选择最适当和有益的途径通向研究者的问题。有

时最好的解决方案可能涉及几个办法。 
意义为重点的应对方式有时是很有用的, 人

们倾注他们的信念和目标, 寻找压力转变的意义, 
特别是在慢性压力的情况下可能不会很容易采取

解决问题的应对策略, 因此应加大意义应对的探
讨。但它的稳定性如何, 它的使用更容易受个性

特征的影响还是情境特征的影响？在压力情境中

一开始就使用还是在后来事情不顺利时使用？都

有待于深入探讨。Folkman (2008)强调, 意义为重
点的应对策略的系统化研究才刚刚开始, 如宗教
应对过程也涉及意义为基础的应对策略, 它们都
主要产生积极情感吗？在这些以意义为中心的策

略分类中哪种是最好的方式？衡量它们的最好方

式是什么？应对测量的困难是众所周知的, 因此
没理由认为意义应对的测量是不同的。之所以对

意义应对有足够的重视程度,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是由于这种应对方式与应对领域的另一热点——
积极情绪的研究密切相关。意义为重点的应对与

应对的发展和与压力有关的成长也有密切联系 , 
因为它涉及认知的改变, 涉及“变化”。 

在应对分类方面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尽管
像问题指向、情感指向、社交应对和意义指向的

应对这些术语有助于综合学术上的发现, 但同时
也掩盖了类别方面的重要差别。例如, 逃避是一
种形式的应对, 认识到了问题但却故意不去考虑
这个问题, 通常被归类为情感指向的应对方式。
然而, 当人们什么也做不了时逃避也是一种比较
适合的方式。例如, 等待考试结果, 这种情境下逃
避可能有助于个体减少不良反应。有时保留这种

区别是很重要的。 
4.2  关于应对研究中的新方向 

面向未来的应对的概念扩大了应对研究的范

围, 能帮助我们了解人们在生活中怎样更好的处
理压力(Ouwehand, de Ridder, & Bensing, 2008)。
这几种以未来为目标的应对都应该受到关注。术

语的统一、不同的种类的界定、测量、如何干预

才能使人们意识并积极的使用它们以及这类应对

的使用与哪些因素(社会支持、人格特征等)密切相
关等等都是研究的重点。我国学者甘怡群在未来

取向应对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 并积极探
索未来取向应对机制的理论模型(甘怡群, 2011), 
这对于此领域的研究有极大的促进作用。Leipold
和 Greve (2009)的研究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将复原
力与应对和发展联系起来的努力很值得称赞, 但
这个理论模型需要在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中对应

对结果的稳定性进行评估, 这是一个难题。因此, 
再复杂和抽象的理论模型中, 对证明假设很关键
的地方却很难评估, 那么这个模型虽然很有趣却
可能用处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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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元交互模式应对的具体研究中, Knoll的
研究突出了认知评价过程, O’brien 则注重以关系
为重点的应对。这些研究反映了二元应对的两种

方式, 一种注重双向一致, 一种注重情感效力。研
究结果表明, 双方共同处理压力比两个个体分别
处理压力效果更好。无论个体面对的是一个共同

外部压力或自己单方面的压力, 还是两种来源的
压力都有。这些研究说明了个体的认知评价和应

对反应对对方的影响都很重要。人际关系、夫妻

关系、朋友关系等对个体的应对有重大影响, 这
些研究对应对的干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持, 
为人们更好地应对压力提供了可靠方法。 

可以说, 在压力与应对的研究中, 对积极情
绪研究的兴趣开辟了一个应对方式研究的新纪元

(Folkman & Moskowitz, 2000)。积极情绪对身体和
心理健康具有保护作用, 因此积极和消极情绪的
共生对于应对的研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 
如果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只是单纯的对立, 那么
减少消极情绪的应对方法, 应该同时也会增加积
极情绪, 反之亦然。另一方面, 共生现象暗示了可
能只存在相对的独立性, 在这种情况下, 不同的
应对可能与积极或消极情绪的调控存在相关。目

前需要的是对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之间的相互作

用有一个更清晰的描述, 应对过程中积极情绪与
消极情绪在出现频率、强度、持续时间等方面存

在怎样区别？要进一步辨别在急性和慢性应激过

程中与积极情绪相关的应对过程。Folkman (2008)
指出, 应激研究人员应该把积极情绪包括在他们
的研究中, 以更多地了解人们如何产生和维持它, 
并进一步探讨其生理、心理和社会结果方面的适

应性意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 要注意
意义应对与应对过程中的积极情绪以及与压力有

关的成长之间的相关研究。 
应对研究的新领域还没有完全形成, 但这很

有前景也值得进一步研究。另外, 如何为实践服
务是研究者们需要特别考虑的另一个问题。例如

说应该加强同药物研究、护理和公众健康等领域

的合作。研究者应该在设计一个研究的时候整合

跨学科性的项目, 同时在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中能
够互相合作。这些合作和整合将丰富理论方面的

研究, 并且能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找到更多的与压
力相关的议题。 

应对的研究有其固有的复杂性, 但应对领域

的研究在解释压力状态下什么会增强、什么会减

弱, 以及在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帮助人们更好
的控制急性和慢性压力方面仍然前程远大。有关

应对研究的新途径、新方法和新思考正逐渐涌现。

应对的研究设计、测量和类别问题向研究者们提

出了挑战, 应对研究中的新方向也有待研究者们
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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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Design, Measurement, Classification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C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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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ess and coping is the most widely researched subject in modern psychology. Howev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is filed is stagnant. The main challenging problems in coping research are research 
design, measurement and classification of coping. Longitudinal dynamic design will be promoted and the 
functions of situation factors should be stressed in the respect of research design; an 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and Narrative approaches could be encouraged in the respect of Measurement of coping. 
Meanwhile, the appropriate methods should be chosen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content; meaning-focused 
coping should be emphasized in the respect of classification of coping. The new directions of coping include 
Future-Oriented Proactive Coping, Coping at the Dyadic Level, coping and positive emotions. 
Key words: coping measurement; meaning-focused coping; Proactive Coping; dyadic coping; positive emotion 


